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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兼业对水稻杀虫剂施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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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非农就业扩大的背景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比例持续增加，兼业农户在务农的同时参与非农就业可

能会不能及时施用杀虫剂，这导致农户间施药不同步。施药不及时不仅降低了兼业农户在自家田块上施用杀虫剂

的效果，而且可能对其他农户造成负外部性影响。基于江苏省 25 个村组 279 户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考察农户间

施药不同步的情况及其影响，结果表明：兼业农户的施药时间滞后于全职农户；村组内农户的非农兼业程度越高，

农户的杀虫剂施用强度越强。农户兼业化增强是导致农户杀虫剂施用强度上升的一个不可忽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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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easants’ off–farm employ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ice insec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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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off–farm employment, part–time farming increases rapidly in 
rural China. Households employing part–time farming may delay spraying insecticide. Spraying delays may reduce not 
only their own insecticide effectiveness but also that of neighbors as the unsprayed fields provide a refuge for insects. 
Thus, part–time farming households impose a negative externality with regard to insecticide use. Based on a survey of 
279 households in 25 rice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we explore the asynchronous use of insecticide between part–time 
and full–time farm household. We find that the spraying time of households employing part–time farming lag behind 
those of full-time farmer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off-farm employment in a village, the more the insecticide will be 
sprayed. Thus, we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degree of off-farm employment is a key factor leading the 
increase of insecticide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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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农药施用总量位于世界首位[1]， 2000年
到 2013 年中国的农药施用总量从 128 万吨上升到
180万吨①，水稻、小麦、棉花三种作物单位面积的

农药费用分别上升了 132%、86%和 152%②，而同

期农药价格指数只上升了 22%③，这意味着农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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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度在快速上升。虽然农药施用量和施用强度连

年提高，但是中国的病虫草鼠害实际发生面积并没

有随之下降，2000 年到 2013 年中国的病虫草鼠害
发生面积从 3.77亿公顷次上升至 5.08亿公顷次④。

高强度施用农药可能带来环境和食物链问题[2–3]，

影响人类的食物安全，因此，探索农户农药施用强

度提高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在农药施用量中，杀

虫剂用量占比在 40%~56%之间[4–6]，占比很高且比

例范围较为固定，高农药施用量和高农药施用强度

意味着高杀虫剂施用量和高杀虫剂施用强度，因此

很有必要单独研究杀虫剂的施用。不同于中国，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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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的杀虫剂施用量呈下降趋势。比如在 2000
—2007年期间，美国的杀虫剂施用量下降了 22%；
在 2000—2013 年期间，泰国的杀虫剂施用量下降
了 68%⑤。为何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杀虫剂施用量和

施用强度呈上升趋势？ 
中国农药施用过量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7–8]。

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国农户高强度施用

农药的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多从个体农户的因素

出发解释农药施用过量。这些因素包括农户经营规

模小[9–12]、知识水平不高[13]、厌恶风险[14]、农药信

息来源单一[15–16]等；自然科学研究者则从施药装备

落后[17–19]、气候变化[20–21]和昆虫的农药抗性增强[22]

等角度进行解释。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农药施

用强度高的原因，但并不能充分回答农户施药强度

为何连年增加的问题。并且已有研究没有细分杀虫

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激素等不同类型的农药，

而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农药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效

果，研究者对此需要有所考虑。已有研究大多只关

注农户的个体因素或者气候、生物学因素对施药量

的影响，忽略了不同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可能存在

相互影响。尤其是在非农就业扩大的背景下，参与

非农就业的农户比例持续增加，在务农的同时参与

非农就业的兼业农户可能不能及时施用杀虫剂，这

可能会对其他农户产生负外部性影响，进而使得农

户不断提高杀虫剂施用强度。基于此，本研究拟分

析在非农就业扩大背景下农户施用杀虫剂的不同

步及其对于农户施用杀虫剂的强度的影响。本研究

的价值在于注重“农时”这一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的因素，注意社会就业结构变迁对包括施药在内的

农业生产环节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农户的

水稻杀虫剂施用行为。 

二、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1．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昆虫的生命周期由不同阶段组成。完全变态昆

虫一生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四个阶段，

不完全变态昆虫经历卵期、若虫期和成虫期三个阶

段[23]。一般而言，农业害虫在幼虫初期对杀虫剂的

抗性较低，且还有群聚现象[20]。相比之下，农业害

虫在其他生命阶段的抗性较强，而且过了幼虫期，

许多昆虫，如白背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的食

量和破坏性也会增大[20,24]。因此，在控制农业害虫

方面，时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古代中国，一个

常见和有效的农业害虫控制方法是在播种前进行

深耕，破坏地面下的虫卵[25]，将潜在的农业害虫(人
类的食物竞争者)消灭。如今施用杀虫剂已经成为中
国控制农业害虫的主要方法。在施用杀虫剂方面，

时间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原因包括两方面：首先，

农业植保专家所建议的杀虫剂施用时间经常是幼

虫早期[26]。如果不在这段时间施用杀虫剂，则即使

农户施用更多的杀虫剂，施药效果也不佳；其次，

许多农业害虫(如褐飞虱、稻纵卷叶螟)具有迁飞性，
人们很难准确预测它们的迁飞路径和数量增长[20]，

即使有来自农业植保部门的害虫预报信息和施药

时间提醒，农户仍然有必要自己观察田块的害虫数

量变化并决定何时施药。 
在农村劳动力还没有大规模转移的阶段，大部

分农业劳动力是全职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

农户有充分时间观察田块的害虫数量并及时、灵活

地施药，这时农户施用杀虫剂的时间同步性很强，

不同农户的施药时间相隔很近。随着非农就业的扩

大，非农兼业变得越来越常见，这导致农户的农事

安排发生变化[26]。由于非农就业的报酬率更高，农

户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非农就业中，而投入到

农业生产中的时间减少，同时参与农业和非农就业

的兼业农户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观察田块并及时

施用农药。由于兼业农户可能无法及时施药，不同

农户之间的施药时间变得不同步。由此提出假设 1：
全职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杀虫剂施用时间不同步，兼

业农户滞后于全职农户。 
如果全职农户及时在自家地块上施用了杀虫

剂，而兼业农户不及时，则兼业农户的地块成为了

农业害虫的“避难”地⑥。部分农业害虫会从全职

农户的地块迁移到临近的兼业农户的地块上。兼业

农户数量越多、占比越大，农业害虫的“避难”地

面积也会越大。而且，由于杀虫剂药效的持续时间

一般只有短暂几天时间，迁移到没有施用杀虫剂的

地块上的农业害虫和迁移目标地块上的原有害虫，

会在几天之后重新迁移回原来的迁出地块。 
根据上述分析可推论，兼业农户施药不及时会

给全职农户造成负外部性影响，一个地区的兼业农

户的数量占比越大，负外部性影响越强。为了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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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块上的农业害虫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全职

农户需要施用强度更高的杀虫剂，表现为各次施药

的用量或费用更高。兼业农户不能及时施用杀虫

剂，他们的施药效果较差，为了将自家地块上的农

业害虫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也可能施用强

度更高的杀虫剂。农户兼业可导致杀虫剂施用强度

上升，由此提出假设 2：村组内兼业农户的数量占
比越高，农户施用杀虫剂的强度趋向于越强。 

2．模型构建 
基于全职农户和兼业农户施用杀虫剂的时间

差异，不同农户的施药次数可能存在差异，如一些

农户施用第二次农药时，另外一些农户才施用了第

一次农药。本研究只比较全职农户和兼业农户首次

施用杀虫剂的时间差异，以此反映农户间施药是否

不同步，采用的方法为描述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 
由于施用杀虫剂不同步可导致施药效果下降，

对此，农户可能的反应是在各次施药中提高施药强

度。本研究使用以下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假设 2： 
εγZβXαY ijjij +++=             (1) 

式中，Yij表示第 j 个村组第 i 户水稻种植户在
水稻生产上的杀虫剂施用次数或者最后一次施用

杀虫剂的药费，用以衡量农户的杀虫剂施用强度，

考虑到许多农户不会详细记录或记得每次施用杀

虫剂的用药费，本研究只考察农户最后一次施用杀

虫剂的用药费⑦。Xj衡量第 j个村组的农户兼业程度，
具体用村组内两类农业兼业户的数量占比来衡量：

第一类是普通兼业户，拥有纯农业劳动力；第二类

是纯兼业户，没有纯农业劳动力。这是本研究的关

键变量。Zij是一组关于农户特征的控制变量，参考
已有文献，选取以下几类农户特征变量：农户经营

规模，用农户的水稻种植面积衡量，根据已有研究，

经营规模与农药施用强度存在负向关系；农业劳动

力状况，包括农业劳动力结构(用农业劳动力数量、
农业劳动力中男性占比衡量)、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
本状况(用平均受教育年数、平均年龄衡量)，人力
资本状况可能与施用强度存在负向关系；农户的食

品安全考虑，用农户收获稻谷中用于自家食用的数

量占比衡量，自家食用的比例可能负向影响施用强

度。除了上述变量，模型中还控制了农户类型(是否
为兼业户)变量。α是待估常数项，β和 γ是待估系
数，根据假设 2，村组农户兼业程度的系数 β>0。 

三、数据来源和计量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农村资源和人

口流动》调查组 2015 年 7–8 月份期间在江苏省开
展的农户调查。在 7月份开展的第一轮调查搜集了
分布于苏北、苏中、苏南 35个水稻种植村组的 694
户农业经营户的人口和土地信息⑧。受访的 694 户
农业经营户可分成三类：一是全职农户，即家中劳

动力全部务农、没有参与非农就业；二是家中有非

农劳动力，同时有至少一位纯农业劳动力的普通兼

业户；三是仍务农但家中没有纯农业劳动力的纯兼

业户。由表 1可知，78.24%的农业经营户是兼业户。
这说明，农户兼业对包括杀虫剂施用在内的农业生

产各环节的影响不容忽视。 

表 1 样本的农户类型及空间分布 

全职农户 普通兼业户 纯兼业户 
地区 

观测数 占比/% 观测数 占比/% 观测数 占比/%

苏北  45 16.48 178 65.20  50 18.32

苏中  46 20.63 115 51.57  62 27.80

苏南  60 30.30  86 43.43  52 26.26

合计 151 21.76 379 54.61 164 23.63
 
在 8月份下旬开展的第二轮调查搜集了水稻种

植户的杀虫剂施用情况。经过匹配，本研究获得分

布于 35 个水稻种植村组的 286 户水稻种植户的信
息，其中 279户(占 97.6%)提供了杀虫剂施用时间、
次数和费用等信息，7户(其中 6户为兼业农户)没有
提供施药细节信息。本研究将主要基于这 279户农
户的信息考察农户施药时间、杀虫剂费用。表 2是
279户水稻种植户的样本描述。 

表 2 水稻种植户调查样本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首次施用杀虫剂的时间(天)  56.16  11.03 

施用杀虫剂的次数(次)   2.28   0.87 

施用杀虫剂的费用(元/公顷) 214.35 172.95 

水稻种植面积(公顷)   0.66   1.98 

农业劳动力数量(人)   2.21   0.97 

男性农业劳动力占比   0.49   0.22 

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年)   5.95   3.28 

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周岁)  56.39  10.79 

水稻自家食用比例   0.27   0.21 

注：首次施用杀虫剂的时间为从 2015 年 6 月 1 日到首次施用
杀虫剂的日期之间的天数；施用杀虫剂的费用为最后一次施用杀虫

剂的用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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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 2可知，与其他地区一样，江苏农户的经
营规模很小(户均不到 0.67公顷)，农业劳动力的人
力资本状况较差(平均年龄达到 56 周岁、受教育年
限只有 6年)。根据调查结果，样本农户多数在 2015
年 7月 26 日第一次施用杀虫剂，平均施用了 2.3次
杀虫剂，最后一次施用杀虫剂的平均药费约为 214
元/公顷。农户收获的稻谷中用于自家食用的比例不
高，平均只有 27%。 

2．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3种类型农户存在明显的施药时间差异(表 3)，

普通兼业户首次施用杀虫剂的时间比全职农户晚 

表 3 3 个类型农户首次施用杀虫剂的时间    天 

地区 全职农户 普通兼业户 纯兼业户 
苏北 57.22 58.45 60.18 
苏中 54.57 54.86 57.67 
苏南 51.39 53.22 57.08 
合计 53.45 56.39 58 
 

两天，而纯兼业户首次施用杀虫剂的时间又比家中

有纯农业劳动力的普通兼业户晚两天。苏北、苏中、

苏南的情形相似。 
为进一步细化考察不同类型农户的施药时间

差异，现将农户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普通兼业户和

全职农户，第二类是纯兼业户，然后分别列出不同

村组中两类农户施用杀虫剂的时间差异(表 4)。统计
显示，在 68%的村组中，第二类农户的平均施药时
间晚于第一类农户，平均滞后约 2.4 天；通过村组
成对 T 检验可以发现，两类农户的施药时间在 5%
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而纳入村组和农户类

型两个因素的方差分析表明，两类农户的施药时间

在 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非农就
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户施用杀虫剂的时间

不同步，假设 1成立。 
 

 
表 4 不同村组内两类农户首次施用杀虫剂的时间差异                           天 

普通兼业户和全职农户 纯兼业户 时间差异 
行政市 村庄名 

施药时间① 标准差 观测户数 施药时间② 标准差 观测户数 ①－② 
常州 湖头 55.00 1.41 2.00 54.00 0.00 1.00  1.00 
 南庄 52.60 1.14 5.00 52.50 2.12 2.00  0.10 
 南渚 40.75 2.87 4.00 59.00 0.00 1.00 –18.25 
 社头解放 55.00 11.02 7.00 51.00 0.00 1.00 4.00 
 西旸 55.00 1.00 3.00 58.50 9.19 2.00 –3.50 
 西岗 48.00 8.89 3.00 71.00 0.00 1.00 –23.00 
无锡 玉蓉 58.00 0.00 1.00 57.00 0.00 1.00 1.00 
 芙蓉 55.33 10.44 6.00 57.00 0.00 3.00 –1.67 
扬州 大树 69.57 0.53 7.00 70.00 0.00 1.00 –0.43 
 龙奔 54.00 4.47 5.00 62.50 7.51 4.00 –8.50 
 潘阳 54.17 4.02 6.00 58.25 3.01 8.00 –4.08 
 双闸 62.00 0.00 11.00 62.00 0.00 2.00 0.00 
 振兴 51.00 5.52 10.00 56.00 7.07 2.00 –5.00 
 朱斗 46.17 16.76 6.00 74.67 4.04 3.00 –28.50 
盐城 东联 47.63 4.21 8.00 48.40 5.37 5.00 –0.77 
 华灶 54.14 2.61 7.00 53.33 0.58 3.00 0.81 
 狮子口 51.80 0.45 5.00 52.13 1.13 8.00 –0.33 
 杨沈 60.64 1.57 11.00 61.00 0.00 1.00 –0.36 
 祖泽 50.67 13.84 6.00 61.50 0.71 2.00 –10.83 
连云港 沟西 52.50 8.89 4.00 44.00 16.97 2.00 8.50 
 居庄 59.80 4.97 5.00 55.33 14.01 3.00 4.47 
 小稠 66.67 10.19 9.00 67.00 1.41 2.00 –0.33 
宿迁 苗圃 65.36 1.91 11.00 69.50 7.78 2.00 –4.14 
 西场 53.31 11.61 13.00 66.00 0.00 1.00 –12.69 
 庄坪 66.33 8.87 9.00 69.00 0.00 1.00 –2.67 
合计 55.60 11.61 217.00 58.00 8.62 62.00 –2.40 

注：施药时间均值①小于施药时间均值②的村组占比为 68% ；成对 T 检验: P 值=0.02；方差分析: 农户类型因素的 P 值<0.01，村组因素的 P

值=0.00；部分村组只有一类农户，这些村组的数据没有包含在上表对各个村组的描述中，但包含在“合计”数据里；本表第二列为村庄名，调查组

在这些村庄中各随机访问一个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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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列出 35 个村组的非农兼业程度。由表 5
可看出，虽然大部分村组的农户多属于同时务农和

参与非农就业的兼业农户，但是在不同村组内，农

户的兼业程度存在差异，这为检验假设 2提供了条
件。关于村组内农户非农兼业对杀虫剂施用次数、

施用强度的影响的 OLS回归结果如表 6，表中第一
和第三个回归只包含关键解释变量，第二和第四个

回归则纳入控制变量。 

表 5 35 个村组中农户兼业程度的差异 

统计量 
村组内普通 
兼业户占比/% 

村组内纯 
兼业户占比/% 

最小值 0.00 0.00 

最大值 91.00 54.00 

平均值 51.03 23.83 

标准差. 19.04 13.56 

注：调查农户是随机抽选出来的，本研究用样本中的村组内兼业农

户占村组内农业经营户的数量比例衡量村组兼业农户的占比。 

 
表 6 农户施用杀虫剂的次数和最后一次施用杀虫剂的用药费的模型回归结果 

因变量 

施用杀虫剂的次数 最后一次施用杀虫剂的用药费 

① ② ③ ④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村组内农户的兼业程度：普通兼业户占比 –0.80* 0.45 –1.02** 0.46 153.98* 87.39 198.43** 88.90 
纯兼业户占比 –0.06 0.60 –0.14 0.59 286.50** 115.79 291.36** 115.50 

农户类型：普通兼业户 0.17 0.14 0.10 0.15 5.84 28.07 9.43 29.16 

纯兼业户 –0.07 0.17 –0.10 0.18 66.75** 33.36 73.54** 35.44 

水稻种植面积   0. 07* 0. 04   -1.45 7.69 

农业劳动力数量   0.05 0.06   14.04 11.39 

男性农业劳动力占比   –0.19 0.24   -49.80 47.10 

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   –0.00 0.01   0.68 1.14 

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   –0.00 0.02   2.85 3.56 

水稻自家食用比例   –0.17 0.26   134.68*** 51.32 

常数项 2.65*** 0.33 3.09*** 0.57 46.36 64.88 -79.47 109.42 

调整的 R系数 0.01 0.01 0.05 0.06 

F统计量 1.46 1.42 4.48 2.88 

Prob.>F 0.15 0.17 0.00 0.00 

注：*、**、***分别表示 10%、5%、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先考察非农兼业对农户施用杀虫剂次数的影

响。根据第一和第二个回归结果，模型整体不显著，

而且农户类型变量对农户施用杀虫剂的次数没有

显著影响。这表明村组内农户的兼业程度提高并不

一定会使得农户增加杀虫剂施用次数。但是，农户

因兼业而延迟施药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第三和第四

个回归考察村组内农户的兼业程度对农户最后一

次施用杀虫剂的用药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模型整体

显著，而且村组的非农兼业程度越高，农户最后一

次施用杀虫剂的用药费越高：两个衡量村组非农兼

业程度的变量分别在 1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回归系数显示，如果村组内纯兼业户占比上升

10%，则水稻杀虫剂用药费上升约 29.1元/公顷，这
支持假设 2。另一方面，农户类型的系数方向显示
兼业农户的杀虫剂施用量更多，纯兼业户的用药费

高出约 73 元/公顷，可能反映兼业户由于无法及时

施药，反而会加大用药量。 
观察其他控制变量。水稻种植面积越大，农户

用药费越低，但系数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农户的

平均经营规模较小有关，但也反映了农户的杀虫剂

施用强度不一定和其经营规模有关系。农户的农业

劳动力数量、男性占比、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年

数都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杀虫剂施用次数和用药

费，反映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结构和人力资本状况不

一定影响其杀虫剂施用强度。水稻自家食用比例甚

至显著增加了农户的用药费，这可能与样本农户将

收获水稻用于自食的比例不高有关，也可能意味着

即使将收获后的水稻用于自家食用，农户也不会因

此而减少杀虫剂施用强度。 
综上可知，农户个体特征因素不一定影响农户

的杀虫剂施用强度，但村组内农户的兼业程度却会

影响农户的杀虫剂施用强度。已有研究过于强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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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而忽视农户施药行为的相

互影响及其结果，进一步的研究应该重视农户之间

的相互影响。 

四、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从非农就业扩大的角度解释了中国

农户提高杀虫剂施用强度的现象，并基于江苏省 25
个水稻种植村组、279 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研
究发现，兼业农户施用杀虫剂的时间滞后于全职农

户，而且村组内农户的非农兼业程度越高，农户的

杀虫剂施用强度越强。这意味着非农就业扩大所导

致的不同农户施药的不同步是导致农户杀虫剂施

用强度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结果说明，农业

害虫防治并非只是某一家农户自己的事，一家农户

的防治行为会对其他农户产生影响。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农业害虫防治

是一项步调一致性很强的集体行动。比如，在控制

蝗虫的技术手段仅限于人工挖掘蝗卵、追赶扑灭成

虫的时期，人们面对数量庞大的蝗虫，必须集合集

体的力量来除虫，所以当发生蝗灾时，政府会号召

农民乃至社会各界集体挖寻蝗卵[27-29]。《贞观政要》

所载“太宗吞蝗”的故事就是通过集合集体力量防

治蝗虫的一个注解。在 20 世纪农业合作化时期，
以及在非农就业不普遍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户施用

杀虫剂相对同步，客观上也形成了步调一致的集体

行动。随着非农就业扩大，农户兼业增多，传统的

同步施药格局被打破，兼业农户施药不及时会产生

负外部性影响，导致农户的杀虫剂施用强度上升。

因此，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农业病虫害统防统治，可

能有利于降低杀虫剂施用强度。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 

② 数据来源：《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1–2014 各

年数据。 

③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价格司(http://www.npcs.gov. 

cn)。 

④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2001–2014 各年数据。 

⑤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http://www.fao.org/ 

statistics/en/ )。 

⑥针对转基因作物农业害虫的抗性，一些发达国家曾经采用

了“避难地政策”。这类政策要求生产者在种植转基因作

物的同时，需要保留一定面积的土地种植非转基因作物，

以降低农业害虫对转基因作物的抗性增长速度。参见：

Qiao F B, Wilen J, Huang J K, et al. Dynamically 

optimal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the joint 

resistance of pests to Bt toxin and conventional 

pesticid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 36(2):253

–279. 

⑦ 在本研究中，最后一次的杀虫剂施用是指距调查时点最

近的一次杀虫剂施用，由于时间临近，农户记得施药费

用并能够告知调查员这一信息。 

⑧ 在这些水稻种植村组内，调查组随机挑选了一大片耕地，

列出这片耕地上的承包户名单，并对名单上的农户进行

访问调查。在每个村组内，调查组访问了大约 20 户农户。

其中部分农户种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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